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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研究

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刘大先*

［摘    要］  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

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

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

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

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

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

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

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关键词］  八旗制度；旗人文学；身份认同

一

在一般历史叙述和文学史断代中，1840年被视为近代史的节点，此后一百余年正是中国从“天

下”式的王朝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历经抗御外衅、内部自强、保教保种、维新

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与独立，直至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历史行进的曲折过程

中，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秩序都发生堪称天崩地裂的“整体秩序变动”（upside down）a。

“中西古今之争”的结果是启蒙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同时并行的是价值观念的重构，“文学”的观念和

叙述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形式、技法和理念的演进，进而形成今日关于文学的知识型构、美学范例、评

价典律。此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在近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资

料与成果。本文选择旗人文学作为对象，则接续并开拓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相关满族文学研究的路

径，试图在近现代文学断裂、赓续、传承、新变的既有论述中引入较少为人专门关注的旗人文学现象与

文人群体，以期补苴罅漏，形成更为完整的近现代文学史图谱。想要提出并且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

急剧变化的时代，旗人如何通过想象与表述界定自己的身份，从而在变动的秩序中定位自身，融入到

不断发生裂变的社会之中。这个过程与怎么样确立一个现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全球秩序重

*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0073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W088）研究成果之一。

a林满红语，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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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过程中如何认识自我密切相关。

旗人在有清一代具有统治族群的特殊性，而旗人文学的嬗变则生动地映现了近现代转型里中国

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自努尔哈赤在17世纪早期开始建立起军民一体的八旗制

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旗人与帝国之间家国一体的联系得到固化。清顺治年间开始实行旗民分

治a，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其内部构成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而“首崇满洲”；而族

裔来源则包含了满、汉、蒙古、库伦、维吾尔甚至俄罗斯等多种族群），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为汉

人，包含其他少数族群）。这使得旗人成为一个多族群的融合体，较少种族含义而更多职业身份的意

义。八旗制度不仅仅是帝国统治与控制的基础之一，而且同旗人的切实利益、风俗习惯、伦理人心及

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旗人与八旗制度之间彼此建构，通过征战将东北、西北、西南疆域统一，使

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联合，让长城南北、塞外绝域皆成“中国”，定鼎后以理学为基础，将原族群的萨

满文化因素融入，形成了既接续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主流正统（道、学、政一体），又保留了制度性与

族群性要素并行的特征，渐至形成了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旗人社会”及其文化。

这里涉及到的“旗人”概念，常与“满洲”、“满人”、“满族”交织在一起，需要略作辨析。“满洲”早

先是女真部落集团的组成部分之一，元明时期还只是女真的属部，直到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统一女真

各部，满洲部落坐大。1635年皇太极明确恢复“满洲”族号以实现民族认同，于是该词就“从专属于

某一小民族的族称成为其统治之下其他小民族的共同的称号”b。“旗人”和“满洲”以及晚清才出现的

“旗族”虽有重叠，但并非同一内涵，它们都是复杂的人群联合体，二者交叉重合，却又无法等同划一，

并且各自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c在清代和民国，在日常和书面语中也常用“满人”指代“旗人”和

“满洲”，这些词语与后来才诞生的“满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联，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需

要还原到其源起语境中去看。d“满洲”因为1930年代伪满洲国的历史污名问题，后来较少使用，而

“满族”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概念，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由民族调查、识别

与命名，并由宪法锚定下来。“满族”与“满洲”、“旗人”有传承的延续性，但在历史叙述中将后二者用

“满族”来指称，却是后来历史书写中往前追溯的结果。

晚清七十年与现代民国三十年是“旗人”向现代少数民族“满族”转化的一个世纪。八旗制度在

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弊端：“一种社会的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子宫，个体就在其中成长和社会化，结果，

制度的某些方面被反映在他们自己的人格之中，其它的方面对于他们似乎就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

外在条件。传统的制度使社会生活稳定化，但也导致了僵化性，这种僵化性使社会生活很难适应条件

的变化”e。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困扰着有清一代后半段始终的旗人生计问题。尽管艰难，但细微的转化

从19世纪上半叶嘉庆道光年间民人涌入原本只许旗人居住的北京内城时就已经展露苗头f，除了在政

治、经济、体制上的直接反应之外，在文学书写中也以隐蔽的方式显现出来，关涉到历史时势变迁中旗

人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嬗变，美学观念与语言技法的更新。已经接受儒家理学正统意识形态的旗

人一步一步从帝国王朝认同于文化民族的子民，转化成现代政治国家中少数民族的一份子，它具体化

a比如“内外分城”诏，“南郊配享”诏等，见《清实录》（第 3册）《清世祖实录》（第 40卷），顺治五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
1985—1987年，第 319、327页。

b祁美琴：《对从民族到国家历程的理论反思——兼论“满洲”的意义》，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
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 123页。

c此方面研究较多，［美］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对此有简略但清晰的梳理，参见氏著：《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
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18—23页。晚近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的有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
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2期。

d相关讨论，参见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2期。

e［美］彼德·布劳（Peter M. Blau）：《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 29页。

f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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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旗人文学中从旗人生计到满汉关系，从文化氛围到价值观念，从“排满”浪潮到身份凸显，从遗民情

绪到爱国激情的书写当中。旗人文学显示出日趋改变的意识观念与情感结构，并且通过心象的主观方

式参与到文化实践当中，与外部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的整体结构变迁形成既有同构又有辩难的互

动，显示出文学在历史中的能动力量。这种力量看似细若微尘，却又绵延不绝，对于确证旗人自我身

份乃至整个中国在变化了的世界局势中的认同有着难以令人忽视的认知功能。

二

按照关纪新的归纳，19世纪以后，“满族由一个尚武民族向文化民族的过渡，至嘉、道年代格局概

定”a。从“尚武”到“重文”的群体性趋向，不啻是“民族精神”的一大转变。但是这个“文”显然不是

满洲的文化，而是接受汉文化正统后的新产物，从文学上来说，不仅意味着汉文的广为采用，也是对附

着在汉文表述背后的一系列美学、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接受。这种过渡在乾隆盛世时就让统治者感到了

族群特质失落的威胁，因而乾隆晚年的一系列文化工程，如《满洲源流考》b《钦定八旗通志》c，一方面

是文治武功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建构旗人与满洲文化认同，而之所以要强调满洲认同，恰

恰是缘自满洲特质的弱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但就文学而言，儒家诗文正统始终

是主流，词曲小说也基本从属于宋元而下的汉语文学传统，体现在旗人精英的书面文学那里。旗人文

化只是作为亚文化进入到主流文化之中，渗入到八旗下层官兵那里兴起的子弟书、八角鼓等曲艺样式

之中。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闲适轻逸、精致娱乐的、具有“民族性”意味的旗人文学特征。

此种“民族性”不仅仅是旗人所专有，而是整个主流满汉文化精英层面共享的悠久“大传统”。这

种积淀在文化记忆深处的诗人传统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遭逢外来冲击时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因循已久

的惯性。但是到19世纪中叶之后，因为遭逢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整体文化语法发生变化，敏感的

士人对于既有传统开始反思，文学也随之发生革新的倡议。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儒家理学话语在日

益失去权威性，在内部是“京师”受到来自龚自珍所谓的“山中”之士的边缘话语的质疑d，在外部则

被坚船利炮和追求富强的新价值观所冲击e。文化权重的位移，投射到旗人的心灵之中则是身份危机

的出现。

旗人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出现了细微的分裂：固然中华文化的道学政合一的正统已经成为一种文

化无意识，但作为特殊制度中的人群，旗人不言自明的地位优越性显然受到了威胁。出于一种怖惧熏

灼而又竭力把握住可以攀附之物的纠结心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间的旗人文

学，映射的正是王朝的焦虑与想象的疗救察。尤以“同治中兴”前后为著，旗人群体基本上回返沉浸

在帝国再次复兴的迷梦之中。此际的旗人文学以费莫文康《儿女英雄传》和顾太清的《天游阁集》与

《红楼梦影》为著，通过贵族家族小说的历史隐喻，分别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进行了互文对话乃至逆

写，凸显出外患日亟，内部中央集权涣散，满汉分野格局逐渐被打破的情形下，旗人的心理焦虑以及通

过文学弥补修复内心失落感的努力。而最初有机会亲身体验域外经历的下层官员斌椿，在其日记《乘

槎笔记》和诗集《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中还不曾觉察世界大势质变的到来，或者说略有体会，

却无力应对，更有可能是他被异域的陌生性所震骇而产生了文化休克，只能回归到传统的思路之中，

a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83页。

b乾隆四十二年敕撰，阿桂、于敏中、和坤、王杰、董浩等纂修。

c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纪昀等修，嘉庆年间成书，共 365卷。

d龚自珍：《尊隐》，见《尊隐：龚自珍集》，康沛竹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1—4页。

e当然价值观的缓慢改变最初是以对儒家经世致用和法家追求富强的传统思想的再发明的面目出现的。［美］史华慈：《寻
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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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其书写异域风土人情的文化翻译式叙述和抒情的方式之中，有一种胡志德所谓的“将世界带回

家”a的归化色彩，这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语境中意图保留古老美学方式的隐在心理，从中可以发

现世界观念的更新与传统天下观念的执守。其时的民间文学，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则构造出具有

旗人文化特色的“官侠合治”模式：上辅君王，下安黎民，实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叙事尝试，从较为底层

的角度，折射出世情风俗和大众心理。

但与19世纪之前的盛世毕竟不同，晚清旗人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和影响，从经济地位到政治

身份，再到西方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摄入，它都已经不得不进行应对，进而产生怀旧与变革的不同取径。

旗人生计作为一直以来困扰着整个清代的潜在问题，于此之时日益恶化：b内部开始分化，少数旗人

仕途发达，凭借高位权势积累大量财富；而多数普通旗人则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来源，因为兵

有定额，造成大量闲散又按制度规定不能从事他业，无力养家的旗丁负债累累，甚或出现了隐瞒身份

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从康熙朝开始，清政府就曾考虑从长远的角度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并采取

过沿边驻防、井田、屯庄、垦植等措施，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c这种普遍性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窘

迫，也直接影响到精神面貌，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中，晚清的旗人“经过四个世纪悠闲懒散的生活，他

们已经失去了蛮勇气概，失去了激励他们横扫中原的冒险精神，失去了使他们的冒险行动得以成功的

大胆、刚毅和使用武器的技能。即使他们已经丧失了其蛮族祖先的尚武天性，但仍然保留着祖先的骄

傲、无知、残酷和迷信。满洲人已经失去了天性中的自由与淳朴，并把那些恶劣的品质都施加在汉人

身上”d。这种刻板印象后来还出现在一系列旗籍出身作家的文学描写与自我反思之中e，也成为汉文

化中心式书写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

同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对中央的疏离，满汉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轻

重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但八旗特权和政府偏袒旗人的情形在洋务运动时也未有改观，满人有识之士，

也已忧心忡忡。光绪八年（1882），宝廷（1840—1890）就曾上疏论及八旗文风的衰落，原因在于：

“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

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造之才，

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f宝廷是爱新觉罗氏宗室，曾位居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的高位，他的焦虑

显示了至少在少数旗人高层那里已经感受到了政府腐败与制度不公所带来的旗人文化衰颓。此是就

内部而言，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外部西方世界的扩张已经打破了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的“超稳定结构”。

在充斥着革命、资本和帝国的“漫长的十九世纪”g，几乎与清帝国盛世的结束同步，欧洲资本主义与

aT.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b清军入关以来，旗人从奴隶制式的渔猎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为主，包含游牧等多种形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剧烈变
化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清政府把八旗兵丁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
作。这种征战思维用于守成时代就显得胶柱鼓瑟，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尚能勉强维持；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
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个最为棘手的重要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八旗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创造更多的条件；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洲八
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清廷还在北京周围五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在八旗内部按等级分配，在京畿地区建立数量众多
的旗人田庄，以其收获养活旗人。

c李乔：《八旗生计问题述略》，《历史档案》1985年第 1期。《论“八旗生计”（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 6期。李尚
英：《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 6期。韦庆远：《论“八旗生计”》，《社
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 5期。贾艳丽：《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满族研究》2009年第 3期。魏影：《清代八旗生计问题
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2期。

d《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有关满洲的笔记》，陈春华等译，《清史译丛》第 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3页。

e“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啙窳：《旗人劝旗
人》，《京话日报》第 188号，“演说”，1905年 2月。

f宝廷：《请整顿八旗人才疏》，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三十四内政部。

g［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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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结合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将自身的政治模式与文化观念通过经济与战争的方式向世界其他

地方推广和普及。在这个新世界史进程中，清帝国左冲右突、跋前疐后，旗人的身份感觉面临来自西

人和汉人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和自我质疑。但即便是对时局深有感受的宝廷，其《偶斋诗草》中的诗

作仍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变化。

真正的变化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边缘和民间：从精英层面来说，今文经学和洋务运动兴起，带动了

“师夷长技”的热潮，以不同途径传入的外来文化启蒙不自觉地颠覆进而重构了整个中国的思想与文

化状况，少数有着广阔丰富经验的官员诗人如黄遵宪，将新兴的器物与词语带入文学表达之中，从而

开启了“诗界革命”等一系列此后文化革命的先声。就普通民众而言，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陷入

人生桎梏的八旗子弟们……黯淡无光的人生成了苦苦盘剥他们的世袭宿命……由此而渐渐走上了一

条以市井下层文化情趣排遣光阴的路，他们放逐了前世的宏远人生鹄地，远离成本功利地，向着一切

可以发散自我精力的泛艺术方向，漫漶铺张，导致了民族大部分成员的情绪低迷和精力废弛。”a新兴

传媒的拓展与旗人生存语境的困扰，带来了娱乐通俗文学的兴盛。民间曲艺、说部、戏曲等原先在文

学等级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体裁类别地位提升，而审美趣味也从雅正蕴藉下沉为畅达通俗。这种背景下

的口头文学与渐趋清通晓畅的书面表述一起构成了旗人文学的主体行状，两者最终在20世纪之后融

合为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这种带有地方性和族群性特质的美学风格意味着精英意识的下沉与底层文

艺的提升。

三

晚清旗人感受到的“惘惘的威胁”，西方冲击只是远景存在，切身的感受来自于满汉权重的转移：

汉人在清政府体制内权力上升，同时受西方观念影响而形成体制外的不满。如同朱维铮指出的，随着

统治民族的寄生化，清帝国不得不在严分满汉的同时又实行满汉共治，并被迫把共治权从文官制度逐

步扩大到军事组织。出于被同化的恐惧，旗人君主贵族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持双重准则：一方面以汉

制汉，一再由皇帝出面对朱熹学说重作解释，当成汉人晋升上层的首要条件；一方面固守本族的萨满

信仰，并抬举藏传佛教以联络蒙藏诸众，以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于是在民族关系上便出现种种矛盾

现象：在上的满洲君主独裁与在下的汉人文官横行并存，内地的旗人形成被汉人割裂的各个据点与边

疆的少数民族保持与汉文化差距相映，中央政府继续严分满汉的权力结构与各级地方政府愈来愈受汉

人管理控制的奇特反差。b但无论是边疆控制、民族治理还是军事建制、官方学说，事实上都存在着没

有完全一体化的罅隙，在帝国新兴开疆拓土时它可能会被压倒一切的军事所掩盖，在承平时日也尚能

掩藏着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之中，一旦遭遇外来侵略和内部离心力的双重冲击，就很难维持原本就暗

流涌动的统治结构。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乃至1884—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还没有在心理层面击

垮抱有改革愿望的上层精英，1894年的甲午战争可谓给士人整体以沉重打击。被原先藩属国打败的

创伤感，导致有识者认识到在原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修补已经无效了。他们在一系列挫败中意识到西

方人在坚船利炮之外，一定有更为深刻的东西决定了根本性的成败，因而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并起。短

命的百日维新，更是暴露出清廷的无法合作，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断裂，汉民族主义正是在外部

侵略和内部衰败之间兴起，清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合法性危机，这一方面反向激发了收缩式的旗人族群

认同，另一方面却影响到部分旗人精英的革命意识，使他们走向叛逆的道路。

a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223页。

b朱维铮：《清末的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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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庚子年（1900）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室以光绪的名义向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但长江流域各省并未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是联合起来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约款和章程，规定上海租

界、长江及苏杭内地由各国和各省督抚分别保护，从而形成“奇怪战争中的局部和平”，即所谓东南互

保。a东南互保在事实层面证明了清廷实质性与象征性权威的双重丧失，疆吏甚至开始公然无视中央，

不仅汉官如此，满员也有参与。正因为东南互保，义和团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众运动，却也向国

内外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分裂与离心趋势——统一的宰制性君主显然已经无力辖制、或者作为正统表率

了。在革命与排满的民族主义舆论氛围之中，作为集权的最后努力，清廷推行“预备立宪”试图缓解

矛盾，主要涉及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和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

方自治b，其中满汉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

“预备立宪”时期官绅奏议“化除满汉畛域”的缘由大致有四：一是针对“排满”革命，认为如果消

除畛域，就可以抵制革命党以满汉问题为借口的革命；二是防止外患有机可乘；三也是宪政的要求；四

是因满汉权利确实存在不公现象。而具体措施包括裁驻防，改旗籍，筹八旗生计，不分满汉官缺，法律

同一，礼制同一，推行满汉通婚，姓名并列等。c如同某举人所说：“统贵族、华族、士族、民族，咸受治

于宪法范围之中，则于满人不见为独优，即于汉人不见为独黜，界限之说，不言自破，乱党虽欲蛊惑，亦

无从藉口，此善法之至善者也。”d但这些不过是形式主义和一厢情愿之幻想，清廷并无意实行真正意

义上的议会民主，这些举措事实上从落实到效果都没有发挥作用，在排满革命的浪潮之中更显孱弱

无力。

瓜尔佳氏震钧（汉名唐晏，1857—1920）在笔记中就说过：“八旗人才，国初最盛，乾嘉而后已少

逊矣，今尤寥寥。”e人才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旗人内部也产生了自己的叛徒，如出身正黄旗的

汪笑侬（1858—1918）、出身正红旗的英敛之（1867—1926）这样的旗人子弟已经接受了革命派的

理论，转而开始抨击历代以来他们祖辈勉力拱佐、赖以生存的清政府。如同后来有研究者所说：“辛

亥革命以清朝专制统治为革命对象，以‘排满革命’为号召，一般满人心怀畏惧。但在辛亥革命中，参

加革命的满人很多，帮助过革命者的旗人也为数不少。当然，旗人对以‘排满’为口号的革命的支持

一是由于清廷的腐败与专制已为进步人士所愤恨，二是由于革命党人后来对于‘排满’的正确解释，

还有要各种亲情及友情的错综复杂，但这种影响的大小，他们的内心世界何如，犹豫与矛盾如何交织

等很耐人寻味。”f那种微妙的心理，正史不存，倒是可以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窥一二。汪笑侬在谭

嗣同就义后编写上演的京剧《党人碑》，庚子条约后创作演出的京剧《哭祖庙》，均是借古讽今，鞭挞时

局之作。在1899年初，英敛之在日记中记载二月十六日晚读何沃生、胡冀南的新政论议，“服其立言

明白晓畅，说理深透切中，直欲向书九叩，不止望空三揖也。其新政始基，尤觉为中国之顶门针、对症

药”g，当年8月，还在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的《知新报》（澳门）上发表《党祸余言》，同

情维新变法。

正如杨国强所总结的：“六十年中西交冲和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里牵

a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78页。

b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6—40页。

c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474—481页。

d《举人李蔚然条陈除满汉界限之策以立宪为至善之法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
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953页。

e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113页。

f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534页。

g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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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万端，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

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

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a所谓“改变了人的归属”实是指辛亥

革命以来的现代革命包含的双重主题：建国和新民，这将民国的建立与此前的王朝递嬗区别开来：“革

命”的古典含义被改写，它不再是王朝循环往复的一种匡正机制，或者是王道推翻霸道的一种正当性

手段，而是“将现代政治奠基于人民主权之上。也就是说，这个现代政治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中国人

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所谓革命，不是革除一家一姓的帝王之命，不是革除满清异族之命，而是对于

传统王朝政治的政权制度本身予以革除……是一个现代新中国的兴起。”b它不再是王朝交迭的常态，

更是社会结构涣散的变态，对于旗人是天翻地覆式的冲击。对于旗人而言，如何由统治的特权民族转

化为“人民”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身份与情感的归属改变尤为艰难。承续了19世纪中叶后的地方势力

分化，辛亥革命中的一部分人想象中的理念带有共和革命烙印，即地方脱离帝国中央控制，然后组成

联合政府国家。但这种设想无力应对现实中没有联合意愿的蒙藏分离主义势力，民国政府之所以能够

在法理上实现对清朝疆域的继承，离不开清皇室、南方革命派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妥协”。c通过《清

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从法理上限制了边疆分离主义空间，同时，从“排满革命”到“五族共和”，革命

派的理论导向也在自我修正，主观上和政治上赋予了旗人以“人民”的合法性。但由于民族主义情绪

既起，而汉人长久积蓄的历史怨恨一时难泯，大众意识层面，旗人及其文化在客观上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摆脱由于邹容、陈去病、章太炎等革命派的“排满”宣传所塑造的“八旗子弟”的刻板印象。辩诬与

重塑民族形象于是成为清末民初旗人作家们所着力书写的主题，在其中则蕴含着一种遗民式的怀旧与

眷念。

四

民元后的中国逐渐进入到分崩离析的“军绅政权”，士人阶层分化，现代知识分子产生而导致的

旗人文学转型，表现为乱世民心的浮世绘。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宣传动员时期“驱逐鞑虏”的

种族话语已经被抛弃，而在务实政治中变成了“五族共和”，但排满宣传辐射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力仍

在。辛亥革命前后关于旗人形象的污名化与现实惨境，折射在蔡友梅、儒丐、王度庐、老舍等旗籍出身

作家的小说之中。d此际正如鲁迅所谓“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e，无

论内政外交、立法行政司法均处于淆乱之境。绝地天通般的社会结构重组并没有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

实际改观，原先旗人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地位，如今则一落千丈，除了少数上层贵族保留了较高的社

会身份，绝大部分下层旗人潦倒无计，其中的部分文化人或者走向戏园、或者充任小公职，有的就利用

自身的特长办报为生，从而出现了蔡友梅、剑胆、王冷佛、儒丐等一大批寄身报刊的京旗编辑、记者型

作家。

因为来自底层且身处市民为主要受众的报纸媒介，清末民初的这些旗人作家往往能够体察和表

述普通民众的观念与诉求，迅速而细致地勾勒社会现状。因为彼时中央集权制度的崩毁，地方势力蜂

起，中央政府对于公共舆论缺乏控制力度，国内外各种势力也纷纷办报办刊以抢夺话语空间，改良者、

革命家、文人们在舆论的夹缝中议论时事、探究变革、抒情表意，奇异地生发出一种类似公共空间的

a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 444页。

b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50页。

c章永乐：《旧邦新造: 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49—81页。

d张菊玲：《“驱逐靼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 1期。

e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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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可以说，清末民初的京旗作家也同其他启蒙宣传者一样，是这一时代公共空间建立的有力一

维，通过他们的创作，传媒和实事之间的互动，为进一步的文化实践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以旗人为主体的北京地方报纸，因为身份处境的缘故——时时处在“排满”遗留

下来的阴影中——反而游离超脱在一般政党派系的论说之外，注重民生改良和族群性言说，留存了乱

世中的浮生百态与市井民心。旗人的出身造成许多人囿于生存困窘和精神萎靡，难以在思想上有所创

新。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的京旗作家往往著文为稻粱谋，少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也没有

像从梁启超以来维新派、革命派的那些明确的诗歌与小说主张。因而，尽管也会在报纸上开设各类小

说名目，但是当时广被提倡的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很少，而多为“社会”、“武侠”、“警世”等

猎奇性和娱乐性为主的类型。不过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报刊媒介的发展、言论空间的开拓、雅俗

之间的互融、启蒙思潮的扩散，新的文学观念对他们或多或少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翻译小说。

当然，具体到个人，尽管同属下层文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区别依然很大，比如留学日本归

来的儒丐就对欧洲和日本文学比较熟悉，有着较为明确的旗人文化自觉意识，而更多的其他人不过是

随波逐流，跟随时风表达维新变革的看法。其总体性特征表现在因循固有传统太深，今昔对比造成的

失落感使得普通旗人对于旧朝的认同感无法遽然抹去，对混乱黑暗的现实又无能为力。种种情绪与感

受交织起来，往往使他们怀旧缅怀中愤世嫉俗，有道德严苛化的倾向。

如果用精英文学的标准来看，这些京旗作家的作品缺乏超越性和较为深远的关怀，采时事入小

说，就现实谈问题，进行略显迂腐的道德教化，是普遍的现象。铺排纪实，绘影绘形，展现市井风情是

彼时旗人小说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他们普遍采用吴沃尧、李宝嘉那种“目睹怪现状”、“官场现形记”

的“串珠式”写法，通过一个观察者游历的眼光扫描了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前后群魔乱舞的社会丑态。

旗人小说之所以采用“实录”式的写法，主要文学思想和创作动机还是来自于维新运动宣传家们所提

倡的“改良群治”。基于这种政治抱负，作家往往有种铁肩担道义的勇气和正义感，如蔡友梅所说：“戏

剧小说都含着警戒人的意思，看书听戏得在大处着眼，明白人不挑无味的眼。再进一层说，小说以劝

善惩恶为宗旨，官场腐败、社会龌龊，该描写地方不能不描写，要全都避忌，怕人挑眼，就不用作小说

了。”a话里话外，透着对公共话语和道德优势的自信。但这种写法虽然不无揭批现实的意思，也易于

流入自然主义式的铺陈和“黑幕小说”的窠臼，谈不上新价值的确立。

作为通俗类型的文类，京旗小说详细的叙事特色，提供了许多感性知识，除了故事性之外，也携带

着浓郁的地域与民俗文化；它们可能尚未形成关于典型塑造之类的自觉追求，但在侧重趣味的伸张中

透露出本土风格和腔调；它们也许无法在现代审美格局中自辟一径，却透露出中西古今、民族文化之

间碰撞交流的信息。称京旗小说为“小说”，实是用现代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认定的b，在中国古典

的说部文体中，西方的小说novel 或者fiction强调的新奇虚构特质固然是其一方面，更多的还是接续了

稗官野史的传统。侠义公案、英雄儿女、狭邪烟粉、讲史演义、侦探、言情、社会、滑稽等并非按照统一

标准划分的形形色色小说类型，几乎都在清末民初的旗人作家那里都有所尝试。他们投入写作行业有

其不得已的一面，但因为亲身体察社会现实，从而走出了古典文人式的审美趣味，在作品中显示出文

化与身份论辩的意味，却又历史洞察力有限，而怀抱怀旧的同情，反对旧清帝制的同时也不满民国现

状，在风格表现上则吸收通俗文学的套路并加以改造，此等心像表述，可见日常之外别有幽肠。无论

从作家主体还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来说，都有种“零余者”的意味，可以与世界文学史中俄国的

a损公（蔡友梅）：《曹二更》，原属新鲜滋味之十八种，载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警世卷》，赵淑清点校，北京：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 671—672页。

b有关“小说”与“Novel”的异同问题，可以参看周发祥《关于“小说”文体的辨析——欧美汉学研究述评》一文，阎纯德
主编：《汉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 262—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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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人”，英国的“漂泊者”，日本的“逃遁者”，法国的“局外人”并置而论。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旗人作家更接近底层经历，并在辗转谋生中将自身的写作融入到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中，在现世安

稳的诉求中，日常美学则成为他们直观的文学风格。这一点上，他们与新文学运动后带有反叛意识的

“零余者”形象既有汇流又有区别。

在现代小说规范形成的过程中，京旗小说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文类处于不自觉的探索阶段，

它们所体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旗人情感结构，涉及到的不仅是微观的身份政治，更关乎宏观的文化认

同，显示了同一社会语境中的认知差异，即尽管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但其精神旨归、情感倾向和文化认

同并不统一。这种被历史学者称为“同时异代”的情形，并不是物理时空上的差异，而是指人的主观

态度和情感认知上的不同：回首向后和抬眼往前的不同取向，显示出在呼啸而来的时代中，旗人作为

一个制度性群体面临分崩离析，从旧身份中离散出来的个体在暗昧的历史之中寻找着树立自身认同的

出路，既有儒丐那样在伪满洲国试图复兴族群文化的族裔性民族主义者，也有老舍那样在殖民侵略的

语境中高抬国族主义，走向中华民族认同。

五

辩证地看，八旗制度从其建立伊始到此后历次因时势变迁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性举措，生产了自己

的反对者。颇为讽刺的事实是：“18世纪清廷推动种族思考，后来竟成为汉人民族主义论调的推手；

清廷忠实的奴仆森格林沁和文祥成为军队改革之父，然而军事改革却成为后来革命军兴起的滥觞；

1898年和1900年朝廷中的反对派根除了国内最后一股持有异见的保皇运动，其结果却是导致激进对

手的日益壮大”a。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旗人在外在形塑机制（制度、政策和特权地位）逐渐瓦解时，

寻找内在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这个过程与一般所谓的“汉化”南辕北辙，确实表现出“新清史”一

些论者所讨论的“满洲传统”的强调、追认和重述。但问题在于“汉化”本身是个伪问题，用汪荣祖的

话来说，“汉人已经不能等同中国人，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中国化’，中国是

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b“新清史”论者在反“汉化”话语中过于突出了“同化”或者“涵化”的压

抑意味，似乎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始终处于权力的征战争夺之中，而“满洲传统”在这种论述中则被

拟人式地本质化和固化了。历史的实际过程则是不同族群间的交错和杂糅，无论是官方政策还是个人

选择里面，都有着趋利避害的自主衡量和考虑，如果有一种“满洲传统”，那也是在历史进程里处于

不停地建构、消解与重构的变化之中，因而用“融合”来描述更贴合中国作为多民族、跨社会体系的

实际。

这种变动中的融合，涉及到身份认同这样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时，旗人文学就成了观测旗人在转型

时代文化感、历史感、人生感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勾勒出在辛亥鼎革前后，旗人对于君主立宪制和民主

共和制之间何去何从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它们具有的普遍意义——代表了中国普通民众社会心

理中的秩序与法律、伦理与情感、舆论与传播、日常生活的政治等。普通旗人的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社

会认知，在后来老舍笔下的常四爷那里有个清楚的表述：“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

我得说公道话！现在，每天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

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预备跟他们打打呢！ 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c

a［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241页。

b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 271页。

c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 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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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旗人”到“中国人”，意味着从辛亥革命之时就已经开始的旗人身份重塑。经过新文化运动和

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洗礼之后，文学观念和思想体系都已经在启蒙现代性笼罩中的旗人，在国族叙事

中重新寻找定位自身的契机与路径。旗人群体日益分化——坚持立宪改良理想者有之，转而奔向革

命路途的亦有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已经成为贬义词的“八旗子弟”显然不能概括内部充满复杂性的

全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更是诞生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并在1931—

1949年间已经逐渐趋于明朗，“满族”这一新型命名正在伴随着“国家至上”的反帝主义、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思潮日益构建形成。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叙事中，作为复合型族群的“旗人”日益被

改造和自我修正为从属于“中国人”的“满族”。满族人和无数其他族群的中国人一样，当“洋人敢再

动兵”时，主动投入到救亡图存、再造文明的宏业之中。老舍、萧乾这些旗人后裔在旅行书写和家国反

思中走向以人道主义为底色的民族国家诉求，而东北流亡满族作家如端木蕻良、舒群、马加、李辉英等

则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进入到反帝和革命叙事的大洪流之中。这些在反殖反帝反封建的多重历史使

命中的旗人后裔，接受了“新文学”从思想到形式的感召与改造，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宏业之中，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1840到1949年中间的几个历史分期，在旗人文学那里充满连续性。事实上许多作家横贯于多

个阶段之间，它们自身的政治理念、美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也在不断发展。总体而言，“旗人”呈现出与

“满洲”、“旗族”、“满族”这些族群名称变化同时并行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在这个文学书写的脉络

中观察，一个东北边疆区域性族群如何成为前现代意识形态一体性的统治民族，而这个统治性的少数

族群又如何在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兴起及国际体系变换的语境下从普遍性中退缩，而转化为中华民族中

一个特殊性族群的历程，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和历史经验具有代表性，其文学书写也丰富了中国

多元文学的版图， 而对这种文学书写的研究也开辟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条幽径。

在这条幽径上，我们看到在18世纪中叶，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旗民那里，其文化认同、认知结构、

情感心理和美学风格上都已经与儒家正统观念并无二致。这个接受过程从雍正《大义觉迷录》的文化

民族主义普及就已经较为完整地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a，尽管清政府在另一面提倡“国语骑射”的

国策，但这种“满洲特质”无疑是作为一种“大一统”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而存在，不具备全局意义。也

就是说，旗人固然与民人在政治地位和政策举措中有所区别，但作为帝国子民所认同的国家与文化是

同样的。夷夏之别、满汉之分、旗民之异，此际在理论上已经夷夏变态、华夷一家，现代族别观念尚未

产生。直到晚清民国的维新与革命思潮引入欧洲民族主义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以反抗君主

专制，谋求共和建国之时，旗人才由一个融合了大量族群的准职业群体向现代民族群体转变，旗人文

学也由此产生了或保守君主或立宪维新或暴力革命的不同表述。这种分化本身也如同汉、蒙、藏、回

以及西北和南方各个不同族群中的人们一样，属于现代公民的意识差别，而不是由族裔导致的政治差

别。如果过于强调族别身份带来的区隔，则倒果为因，以文化取代了实践。

旗人和旗人文学一个多世纪的嬗变，印证了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方式的矛盾是民族发展的决定因

素，民族交往是其发展的重要条件。旗人这一多元族群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微缩景

观——它在17世纪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制形成，融合了女真各部，并且在征战壮大进而入主中原

时，融入了其他不同血缘、地缘、宗教和文化的族群。而随着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最终消亡则是民

族最终的命运。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大工业以……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

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b。这也一再体现在旗人向满族转变的过程之

a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关于“主体与认同”一章中对此有过分析，此不赘述。参见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
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 106—107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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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是正如人类学族群边界理论所发现的：“在这种社会系统中的互动通过变迁和涵化，不会导致

自己消失；虽然族群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存在，但文化差异依然存在着。”a所谓“核心稳定，边

界流动”，某种长期形成的集体记忆、文化积淀、共同情感和思维模式在短时间的外部冲击中不会有根

本性的突变，较之于器物、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的差异需要相当长的自然选择和移风易俗双重作

用才会发生转化。这种差异内隐为心理质素，外显在心象披拂的文学文本之中。

考察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让我们可以更加贴切地理解在大历史的狂风骇浪之中，个人那

卑微而又顽强的心灵世界。只有不再无视这种一度被遮蔽的文学表述和心灵世界，对其加以理解和共

情，才能在这个仍然充满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中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也惟其如此，我们方可充

分认识近现代中国多元族群起伏升沉的身份调整与重塑的曲折过程，调动历史和现实中丰富而又复杂

的思想、精神资源，来重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生态，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责任编辑：程天君）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hanges of the Banner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Da-xian

Abstract：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in China underwent three transformations due to the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the first Opium War in 1840 and the Sino-
Japanese War in 1894,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still cherished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imaginative 
writings to a certain extent, though it had already shown some hesitation and anxiety about the imperial dynasty 
and its ideolog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anner people began to split into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With the rise of new medi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lower-class 
banner people, there appeared enlightenment writing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esenting the nostalg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revolution. This brought about a realistic aesthetic style and popular vernacular 
linguistic skills in their writin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1949, the banner people as a 
professionally-oriented group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n ethnic minority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identity remodeling from a cultural ethnic group to a political ethnic minority and from 
belonging to Manchu to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vividly shows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he eight-banner system; bannermen’s literature;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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